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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医疗机器人在多维场景中得以广泛应用，促使人类医疗服务效率和医疗体验得到有效改善和提升。然而，伴随着医疗机器人行业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同时，其应用也引发了诸多伦理方面的隐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隐私风险、道德风险、责任风险以及公正风险。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治理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涉及管理方、设计方、供给方以及需求方。厘清各主体的角色和责任是实现其伦理治理目标的关键。应当通过将负责任创新融入设计环节、建立严格的伦理审查制度、保护使用者的主体权利、构建医疗机器人的道德能力以及完善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加以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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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Risks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the Intelligent Medical Robotics’ Ap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ZHAO Ling-ling1 2 , GUO Yao3 

（1.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Hangzhou 310024, 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3.Research Institute of Medical Robotic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medical robot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multi-dimensional scenarios, which promotes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and promotion of human medical service efficiency and medical experience. However,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in the medical robot industry, its application has also caused many ethical concerns, resulting in security risks, privacy risks, moral risks, liability risks and justice risk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stakeholders of medical robot ethical risk governance mainly involve the management side, the designer side, the supplier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To clarify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each subject is the ke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thical governance. Risks should be avoided by integrating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to the design process, establishing a strict ethical review system, protecting the user’s rights, building the moral capacity of medical robots and improving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ethic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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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极大地增加了各国的医疗需求，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成为了智能化社会的发展趋势[[endnoteRef:0]]。随着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更加强调科技和健康的有效融合，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传统诊疗方法和治疗模式造成了全新挑战[[endnoteRef:1]]。疫情背景下医疗机器人的无接触式、高精准度、远程智能等特点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智能医疗机器人产业已经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重点领域，也是各国实现工业4.0战略、智能制造升级的关键环节。我国2016年颁布的《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中明确指出，要突破医疗机器人的技术瓶颈，进一步推动医疗机器人在细分领域的应用。“中国制造2025”和“健康中国2030”等战略规划下，国内医疗机器人领域的颠覆性技术迅猛发展，无论从研究领域还是到商业领域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医疗机器人市场增长速度近3年达到30%的年增长率，2021年中国医疗机器人市场的体量达到近10亿美元，而且增长潜力还在进一步增加[[endnoteRef:2]]。 [0: 参考文献：
[] TIAN S, YANG W, LE GRANGE J M. Smart healthcare: making medical care more intelligent [J]. Global Health Journal, 2019, 3(3): 62-65.]  [1: [] SHEN Y, GUO D, LONG F. Robots under covid-19 pandemic: a comprehensive survey [J]. IEEE Access,2020, (9): 1590-1615.]  [2: [] GUO Y, CHEN W, ZHAO J. Medical Robotics: Opportunities in China [J]. Annual Review of Control,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2022, (5): 361-383.] 

医疗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切实提升了医疗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改善了人类健康水平。但其在应用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多伦理难题和伦理风险。如果仅仅重视产业技术的发展，而忽略伦理问题或对伦理问题考虑不全面，都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医疗机器人产生不信任甚至排斥现象，进而影响医疗机器人行业的发展。事实上，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的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我国对科技伦理治理的高度关注和重视。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新挑战。...必须高度重视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 2018年，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未雨绸缪，加强战略研判控制风险[[endnoteRef:3]]。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强调，我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科技向善的理念。2022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endnoteRef:4]]，强调医学、人工智能等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领域，提出社会各界要积极深入开展科技伦理理论探索，加强对科技创新中伦理问题的前瞻研究，推进科技领域的伦理治理研究，这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具有里程碑意义。 [3: []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78-80.]  [4: []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2-03-21(001).] 

事实上，医疗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直接与患者的生命健康和生活幸福相关联，其宜人性、可靠性、安全性必须得到全方位保障。因此，从伦理的角度对智能医疗机器人进行“软治理”，对于推动“机器人伦理学（Roboethics）”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尽管中国对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重视，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试图揭示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问题，但是既有研究较少对于医疗机器人最新应用场景进行梳理总结，对于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的具体问题及治理路径的分析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研究梳理总结了智能医疗机器人在多维场景应用的现状，将其应用的伦理风险归纳为安全风险、隐私风险、道德风险、责任风险以及公正风险，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厘清了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任，探讨如何解决伦理设计滞后和价值导向缺失问题、如何加强伦理规制和监管防范相应的伦理风险等问题，并在具体的防范目标、执行机制与监管措施等方面提供了智能医疗机器人伦理治理的实现路径。
2智能医疗机器人多维场景的应用
智能医疗机器人是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在医疗领域研发的智能产品，具有精准、远程、智能等特点，能够提供前所未有的高质量医疗服务。尤其是医疗机器人在狭小空间下的灵巧结构，结合良好生物相容性材料，进行多模态智能感知以及人机协同功能等方面近年来不断取得技术突破[[endnoteRef:5]]，为医疗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创新实践。例如，可进入人体微细自然腔道的微型机器人，能够在液体环境中运动的仿生机器人，以及可生物降解和无细胞毒性的微细胞机器人等在医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根据服务对象和应用领域，目前医疗机器人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手术机器人、康复与辅助机器人，以及医疗服务机器人。 [5: [] GUO Y, GU X, YANG G Z. Human-robot interaction for rehabilitation robotics [M]//Digitalization in healthcare. Springer, Cham, 2021: 269-295.] 

2.1手术机器人的临床应用
手术机器人借助先进的多模态感知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对手术器械的精准控制，通常应用于高精准度的微创手术领域，为医生进行手术操作提供高于人类能力的辅助和支持。医生经过正规、严格、系统的培训后，通过控制台对手术器械和成像系统实现主从操控，可以完成更加稳定和高质量的手术[[endnoteRef:6]]。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直觉外科公司(Intuitive Surgical）研发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通过微创方法实施复杂的腹腔镜手术，极大地提升了手术效果并大幅缩短预后时间。再如，中国的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由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是目前国际上高度认可的能够开展创伤骨科、脊柱外科的骨科机器人，手术定位精确度达到亚毫米级。相比传统医疗手段而言，手术机器人的技术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具备直视三维立体高清视野，其术野图像能够放大到10倍以上，使得手术视野更加清晰。例如，最新的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自带高级智能图像处理功能、超清晰3D-HD影像系统放大功能，图像更加高清，极大提高了体内血管及肿瘤的分辨能力。其次，直觉式操控技术和颤抖自动滤除技术，使医生的操作可以准确无延迟地反馈在手术器械上，操作效果更加稳定、更加自然。再次，由于医疗机器人机械臂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其外型更加纤细灵巧、机械臂更长、活动范围更大，医生能以不同角度完成转动、挪动、紧握、剪切等动作的手术靶点操作，尤其是狭窄解剖区域的术中处理和术后功能重建方面，机器人操作更加灵活，有利于开展一些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总体来说，手术机器人的应用，不仅降低了患者手术治疗过程中的总成本，还提高了患者的就诊体验，同时也为医疗团队提供了更好的工作体验。 [6: [] 李贞. 医疗机器人 应用场景广[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07-01(008).] 

2.2康复与辅助机器人的应用
康复与辅助机器人通过功能代偿和康复训练，实现残疾和功能障碍群体的运动、认知等生理功能康复，进而提高患者健康管理和护理的水平和效率。康复与辅助机器人在康复和养老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能够对诸如中风、创伤性脑损伤等造成的行动障碍进行治疗，还能够作为干预和治疗如自闭症、多动症等社会和认知功能障碍的有效工具。康复与辅助机器人的主要特点是机器人需要直接与患者在共同的环境中进行人机交互，从而实现患者生理功能的恢复、补偿或辅助。根据脑神经可塑性理论，通过双向神经反馈，患者主动参与可以实现更有效的康复训练[[endnoteRef:7]]。运动功能康复机器人主要包括牵引式上肢/下肢康复机器人、悬挂式下肢康复机器人等。比较先进的康复机器人是智能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患者直接将人工机器穿戴在肢体上，借助人机融合系统确保人和机器人之间的信息互动和交互控制，操控机器完成多种更加贴近自然步态的日常动作[[endnoteRef:8]]，如美国BerkeleyBionics公司的eLEGS，日本Cyberdyne公司的HAL等外骨骼装备。此外，南洋理工大学研制的柔性可穿戴外骨骼Exosuit，使用柔性材料编制成的柔性外骨骼，极大的提高了便携性和穿戴舒适性，丝驱动提供肘关节的屈曲辅助，维持了肘关节的被动自由度，电机等驱动单元置于腰间，极大的降低了转动惯量。又如中国傅利叶智能公司，通过研发力传感器与运动控制模块，解决了运动中的力反馈技术，实现了多种康复机器人的自主研发，通过促进神经系统功能重组、改善功能代偿，能够有效缓解肌肉萎缩、关节挛缩等问题。 [7: [] 张博寒, 任志方, 王艳玲. 机器人辅助神经系统疾病病人康复训练的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22,(7):1203-1209.]  [8: [] 张宇, 刁亚楠, 梁升云. 认知—运动康复医疗机器人应用设计[J].信息与控制,2021,50(6)：740-747.] 

2.3医疗服务机器人的应用
医疗服务机器人是指在医疗机构中提供辅助医疗以及健康服务等方面的智能型机器人，其工作场景是在特殊的医疗环境中进行高精度、高强度、长时间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机器人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能够适应老龄化社会不断增加的医疗和护理需求，同时满足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生活高品质的追求。医疗服务机器人的应用，有助于为医护人员减轻负担并提升医疗服务效率[[endnoteRef:9]]。其中护理机器人能够协助护士完成病人翻身、更换床单等护理工作，以及餐食、药品、医疗器械、病例等传送工作。例如，日本机械工程所研发的MELKONG机器人能够平稳的从病床托起患者，将患者送往卫生间、浴室或餐厅等指定地点。此外，配药、采血等机器人的应用使配药和采血的流程更加标准化和便捷化，能够节省大量的医疗人力资源。例如，美国VascuLogic公司研发的采血机器人Veebot，采用红外光和超声波成像技术，通过软件分析准确识别血管，使采血过程更加安全有效。此外，医院的智能导诊机器人也属于服务机器人，通过不断积累和更新的数据，为使用者解答相关问题，满足了医疗机构中大量、复杂的信息服务需求。随着医疗服务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不久的将来医疗服务机器人还能够完成如查房、重症监护、辅助手术，以及通过视频传输协助医生及时准确了解患者病情等更多场景的应用。 [9: [] 潘晶. 医疗及健康服务机器人从眼球效应到刚需[J].机器人产业,2018,(6):47-50.] 

3理论分析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
智能医疗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多维场景，为全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与此同时，由医疗机器人应用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不可忽视，对其伦理风险要给予高度重视与警惕。根据社会责任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医疗机器人应用的伦理风险治理涉及多方主体，任何一方的缺位都可能导致伦理风险治理的失败。利益相关者理论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1984年提出，其中利益相关者是指参与组织或企业利益分配的个人或群体[[endnoteRef:10]]。利益相关者理论表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受到其角色、利益诉求和核心资源等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确保利益各方达成均衡协调状态[[endnoteRef:11]]。因此，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相互影响关系，有助于厘清治理各方的角色和责任。智能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划分为管理方、设计方、供给方、需求方，主要涉及政策法规制定者——政府管理部门，设备创新主体——研发机构和企业，设备使用主体——医疗机构，设备实际操作者——医疗工作者，设备直接使用者——患者（见表1）。 [10: [] FREEMANR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M]. Boston: Pitman, 1984.]  [11: [] 李维安, 王世权. 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研究脉络及其进展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4):10-17.] 


表1：智能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治理利益相关者损益分析
	利益相关者
	角色
	利益诉求
	核心资源
	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政府管理
部门
	管理方
政策法规制定、服务监管、利益协调

	推动医疗机器人产业发展，解决医疗资源紧缺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监管、协调各方利益；财政资金
	提升医疗服务均等化程度；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明确各部门分工，理顺各方工作关系；监管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和责任

	研发机构
和企业
	设计方
产品设计开发，技术研发应用，设备维护、更新
	制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机器人产品，获得相应利润和市场份额
	具备领域前沿知识，掌握核心技术；了解产品市场
	研发具有技术突破的医疗机器人投入市场，为医疗机构提供特定产品，保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医疗机构、
医疗工作者
	供给方
政策执行者，设备操作主体，提供医疗服务环境和场景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获得机构利润，获得患者信任，获得职业认同和报酬
	医疗技术；熟悉患者；诊疗决定权
	降低总体管理成本，提高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通过使用机器人减轻重复劳动，增加精准度，延长职业周期；

	患者
	需求方
医疗服务购买者，设备直接使用者
	就医体验升级，获得良好治疗，降低医疗费用
	资金；就医选择权
	获得良好就医体验，减少医疗总体成本，获得规范化、均等化、智能化的公共卫生资源



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的伦理风险治理取决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行为。第一，管理方——政府管理部门，如政策制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医疗管理部门，以及伦理审查机构等，具有政策发布权且掌握医疗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对医患关系，医疗责任等方面影响力较大。第二，设计方——研发机构和企业，与医疗机器人产业利益关联性较大，是技术研发的开拓者和产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需要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并提高其伦理责任意识。第三，供给方——医疗机构和医疗工作者，为医疗机器人提供特定医疗环境和医疗技术，是最为关键的利益关联方，因为医疗机器人的管理和使用操作直接影响到医疗救治的效果。第四，需求方——患者，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对于医疗机器人有较强的依赖和需求，但是其具有就医选择权，因担忧伦理问题可以选择不使用机器人从而影响医疗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患者对医疗机器人的信任程度和满意度同样至关重要。最后，作为智能产品本身，医疗机器人则需要不断地发展人工智能伦理能力，包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功能性责任的能力[[endnoteRef:12]]。总体而言，需要建立医疗机器人伦理治理利益相关者之间良性、有效的互动关系，避免一方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是以牺牲其他主体和全局利益为代价。与此同时，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充分对话、合作与交流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医疗机器人应用遇到的伦理治理难题。 [12: [13] VERBEEK P P. Morality in design: design ethics and the morality of technological artifacts[M]//Philosophy and design. Springer, Dordrecht, 2008: 91-103.] 

4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的伦理风险
智能医疗机器人的应用会在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社会等伦理关系方面引发一系列不确定性事件或条件，从而形成一定的伦理风险。其伦理风险可能进一步导致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秩序失序、人们行为和心理偏差、社会制度失控等负效应[[endnoteRef:13]]。因此，必须对医疗机器人应用可能引发的伦理风险进行防范与治理。全面深入的了解智能医疗机器人的风险，能够帮助各方利益相关者客观理性地认识其应用对社会和公众造成的影响，以便提前应对由伦理风险造成的不可逆的深层次影响。 [13: [] 谭九生, 杨建武. 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协同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9,(10):44-50.] 

4.1人机交互的安全风险
医疗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其特殊的使用环境和适用范围，与工业机器人不同，医疗机器人存在直接的人机互动，设计方需要充分考虑机器与人的自然交互和感知，使机器人能够真正理解患者或医疗工作者的意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医疗机器人使用过程中往往直接与人体某些器官接触，因而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潜在的安全风险。一方面，如何确保医疗机器人的安全性，是使用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机器人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主要受设计方和生产者的影响，需要确保产品零缺陷，有必要为设计方和生产方设定责任制度使其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促使其从设计生产端提高医疗机器人的安全性。例如，手术机器人对电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要求极高，突然出现断电重启或控制系统宕机等意外，手术机械臂的重启复位将直接对患者内部器官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endnoteRef:14]]。另一方面，由于患者和医疗工作者长期使用医疗机器人产品，容易出现患者商品化和医生机械化的现象，可能形成利益相关者对医疗机器人的过度依赖，而患者或医生对机器人默认的信任与依赖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例如，患者使用辅助机器人恢复运动功能，如果期间产生过度依赖行为，那么一旦脱离辅助机器人的协助可能导致恢复效果锐减甚至达不到治疗之前的状况，部分患者对机器人产生心理上的依赖，与外界交流减少，容易产生心理疾病等；医生对于手术机器人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其医疗临床技术水平的退步，为需要亲自操刀的手术埋下安全隐患。此外，因过度依赖机器人技术的检测结果，减少了和患者的沟通，人与人关系变为物与物关系，可能引发新的医患矛盾。随着脑机结合技术的发展，医疗机器人的安全性不仅包括产品的制造工艺，还包括将技术与临床经验结合的能力，从而实现更加安全可靠的人机协作。 [14: [] 郝烨, 孟祥峰, 苏宗文. 手术机器人风险分析及质量评价探讨[J].中国医疗设备,2020,35(9):22-25.] 

4.2患者信息保护的隐私风险
从医疗机器人的直接使用者患者角度来看，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隐私伦理风险，因为健康数据的安全和稳定对于使用者至关重要。医疗机器人应用过程中会收集患者的手术过程、病理信息、生理状况、心理健康、以及生活规律等敏感信息，且医疗机器人本身具有记忆、扩散和复制等功能，无形中增加了医疗数据泄露的可能性，因而患者知情权和个人隐私安全无法得到保障[[endnoteRef:15]]。违法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敏感数据，可以利用患者就医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数据泄露可能影响到个人的正常生活。例如，保险公司如果掌握了病人信息，利用病理信息要求投保者提高保费甚至拒绝其参保；用人单位如果掌握员工或应聘者健康档案，不利于求职者和在职者的职业发展；其他第三方通过患者佩戴传感器甚至视频监控等手段获取个人生活习性等信息，损害特定群体的利益，向其推销医疗器械或衍生医疗产品，可能带来个人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必须强调的是，个人健康信息和患者隐私保护是医疗机器人应用面对的重大伦理问题，隐私外泄的责任认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值得注意的是，患者自主权也是隐私伦理的重要方面，并且要更加关注患者的尊严和人文关怀方面的需求。例如，辅助机器人的使用过程中只要发现老人出现跌倒等临时情况，系统会主动发消息给老人的亲属，而不是让患者自己先解决问题，患者的自主意愿与医疗策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冲突。 [15: [] 陈皓, 兰候翠, 刘伶俐.医用机器人的伦理问题及应对之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06):724-727.] 

4.3医疗主体资格确认的道德风险
智能医疗机器人的应用涉及到重要的哲学命题，即医疗机器人的主体地位认定问题，这一命题直接影响了相关责任的承担。研究智能医疗机器人的侵权责任首先要确定其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从而明确其承担责任的边界划分。当前学界对于机器人是否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存在争议，对于人工智能所处发展阶段尚未达成共识。其一，“肯定说”从技术发展的视角出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Bostrom的超级智能理论[[endnoteRef:16]]，认为社会进入强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中。在强人工智能社会，医疗机器人的深度学习能力使其具备高度的自主性，法律应承认机器人相应的主体地位，这样有利于智能机器人融入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据这一假说，当机器人对人的权利进行侵犯时，因为其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可以进行是非判断就具备了道德性，则其应该独立承担侵权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其二，“否定说”从伦理角度出发，认为如果法律扩张主体资格的范围适用于机器人，便是对自然人的人格的损害，人的主体权利和地位会受到威胁[[endnoteRef:17]]。根据这一假说，智能医疗机器人更多地被视为医疗器械，属于“物”的法律范畴，不具有独立法律主体资格，因而当发生机器人侵权时，需要由设计研发方、医疗机构供给方，或是操作使用者承担相关道德和法律责任。持有该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研究应聚焦现阶段人工智能，重点关注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机器人伦理风险，同时兼顾未来伦理风险的可能发展趋势。关于机器人“威胁论”等长期伦理风险，可以适当进行理论探讨，但不应该作为机器人应用中伦理风险治理的重点或核心内容。我国现有法律对医疗机器人法律主体人格定位仍然缺失，仅通过严格产品责任来规制设计生产者可能会抑制研发者的研发积极性。如何明确智能医疗机器人的技术及质量缺陷判断标准，使设计方承担相应责任，以及如何平衡设计方、供给方、需求方之间的责任承担关系，是解决智能医疗机器人侵权责任问题的难点。 [16: [] 尼克·波斯特洛姆. 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 [M]. 张体伟, 张玉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7: [] 范进学.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论:现在与未来[J].政法论丛,2022,(3):3-17.] 

4.4医疗责任归属的伦理风险
由于医疗机器人的主体资格认定在法律中缺乏明确规定，加之医疗机器人使用过程中人与机器的相互嵌入，使得医疗责任的归属和认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根据不伤害原则，传统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当在不伤害病人的前提下进行救治，如出现医疗事故则由医生或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道德和法律责任。然而，当机器人参与到医疗救治中，由于技术及人机关系的复杂性，如何认定是否因为医疗机器人自身产品缺陷导致的医疗损害责任存在一定的难度，如何确定医生和设计生产者责任的大小和边界具体是什么同样存在争议，由此可能引发相关的责任伦理问题。随着责任归属的转移，患者对医生和医疗机构的信任机制也将遭到破坏，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追问。当医疗事故发生时，是机器人算法设计或产品缺陷导致的异常现象，还是使用过程中医疗工作者操作不当导致的结果？医疗责任有谁来认定和谁来承担？医疗机器人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以及其是否具备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更加高阶阶段，可能存在医疗机器人突破设计者设计意图的行为[[endnoteRef:18]]，目前法律尚无相关明文规定对其约束，立法环节相对薄弱，增加了责任认定的难度。因此，如何厘清医疗责任和规避由此带来的伦理风险是医疗机器人应用在责任设计中的重要环节。 [18: [] 雷瑞鹏, 张毅. 机器人学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探讨[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4):108-114.] 

4.5威胁社会公平公正的风险
世界各国目前医疗资源的现状普遍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国家差异、地域差异、城乡差异等导致不同地区的科技实力相差甚远、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接触和使用医疗机器人的机会和渠道不均等。医疗机器人需要高昂的购置、使用和维护费用，无法短时间内得到普及应用，很多地区的经济实力无法购买和使用医疗机器人产品。现实中，医疗机器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国家和城市。换言之，只有社会中少数特定群体能够充分享受医疗机器人应用带来的红利，大部分由于客观条件无法使用或不愿触碰医疗机器人的群体仍然无法获得相应的医疗服务。例如，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引入价格高达约2600万人民币，每年机械臂的维修成本至少200万元以上，中国目前只有超特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有所购置。由此可见，医疗机器人的应用存在明显的信息和服务鸿沟，资源配置的矛盾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endnoteRef:19]]。此外，医疗机器人自身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出现各种算法歧视与偏见，容易被机器人学习和继承，且很难通过技术手段剔除，从而导致特定医患人群被标签化，引发这些群体在社会就业和职业发展中受到不公待遇，影响社会公平公正。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所言：“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挑战，其中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尤其令人担忧。”[[endnoteRef:20]] [19: [] 李开复. AI·未来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20: [] 施瓦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 [M].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5智能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的治理路径
智能医疗机器人的应用切实增加了整体人类社会的健康福利，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标识和前沿科技的典型代表。然而，医疗机器人的发展应用确实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隐私风险、道德风险、责任风险以及公正风险，对上述伦理风险必须给予高度警惕和防范。因此，必须全面反思医疗机器人应用所产生的各类伦理风险，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必须尽到各自应有的义务和责任，最大限度地降低和规避其风险。
5.1将负责任创新融入设计环节
医疗机器人的伦理设计是从源头开始防范伦理风险的必要保障，从医疗机器人的设计、研发、创新开始就要坚持“科技向善、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负责任创新”理念最早在欧美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中提出，强调对研究与创新的未知影响和结果进行预测评估，旨在解决科技发展中的责任伦理问题[[endnoteRef:21]]。医疗机器人的设计研发应当遵循负责任创新的原则，将人类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准则嵌入到机器人人工智能设计环节，使其做出符合规范的伦理道德判断和行为[[endnoteRef:22]]，实现责任伦理的设计。需要根据当前我国医疗机器人发展现状，总结归纳出医疗机器人伦理设计的原则、流程及标准，并在机器人研发生产过程中进行实践应用，不断改善伦理设计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机器人伦理设计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逻辑进路。首先，“自上而下”的设计思路是将伦理规范转化为算法逻辑，程序设计中编写明确的伦理规则，确保机器人智能系统透明、可被理解和可追责，避免带有主观设计偏见的认知决策和算法操作，将“不伤害”等原则嵌入医疗机器人中，使其能够进行正确的伦理判断和选择。其次，“自下而上”的设计思路是通过机器人的机器学习和适应系统模拟人类道德和伦理表象，如情感、社交等互动的情景，从而使机器人具备道德感知与伦理抉择的能力。其本质是对机器人进行伦理建构，以对所处情境进行模拟的方式构建出自身独特的道德决策路径，促进人与机器的协调互动。实践中，上述两种设计逻辑可以相互结合使用，全面对比不同学科在伦理设计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出融入价值准则的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治理路径。 [21: [] 薛桂波, 闫坤如.“负责任创新”视角下技术伦理的政策转向[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1):9-14.]  [22: [] 温德尔·瓦拉赫, 科林·艾伦. 道德机器：如何让机器人明辨是非 [M].王小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5.2建立严格的伦理审查制度
医疗机器人应用的伦理风险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估，这就要求强化科技伦理的审查和监管制度，通过建立严格的伦理准则和标准等制度设计来约束医疗机器人的各种行为。根据欧美国家科技伦理风险的治理实践，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和细分领域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其成员应当涵盖医疗机器人设计研发专家、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相关企业代表、医疗机构代表、医疗工作者代表、社会组织代表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代表等利益相关者。针对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各种伦理风险难题进行伦理审查，例如对创新原则、算法决策、隐私侵犯、责任认定等关键问题进行定期论证[[endnoteRef:23]]，通过利益相关者多轮对话与协商等有效形式达成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伦理风险。按照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要求，各地方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需要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和监管流程。加快研究制定医疗机器人伦理高风险科技活动清单，对于存在高风险的科技活动，应建立专家复核机制，组织专家对相关伦理审查结果进行复核。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的治理不仅仅是设计研发者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不同部门、不同学科的相互紧密配合，既包括政府的审查和监管也包括医疗机构和医疗工作者的执行，同时需要社会组织及患者个体的参与和反馈，使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相关环节之中。只有利益相关者履行各自的义务并尽到各自的责任，才能实现医疗机器人伦理风险治理的各项目标。 [23: [] 张雪, 尹梅, 刘丹茹.伦理审查委员会跟踪审查制度探析[J].医学与哲学:A.2012,(4):26-27.] 

5.3保护直接使用者的主体权利
医疗机器人的发展应用必须以满足其直接使用者患者的需求和满意度为逻辑起点，不能一味的奉行技术主义。根据马克思科技哲学的思想，机器最终是服务于人类，机器的应用是要体现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endnoteRef:24]]，应当处理好人与机器的辩证统一关系。医学伦理中的尊重原则是对患者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医疗机器人的使用过程需要保护患者的隐私权、知情权、安全权以及自主选择权等主体权利。其一，直接使用者健康资料及医疗数据等个人私隐的保密是基本的医德准则，医疗机器人参与救治过程中同样必须遵守，以保证对使用者隐私权的维护和尊重。其二，直接使用者对医疗机器人使用风险的不知情容易引发自身利益受损，医疗机器人技术的复杂性增加了安全风险，患者应当具备维护知情权和安全使用机器人设备的权利，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三，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应当尊重患者个性化服务的权利，尊重直接使用者的自主选择权。例如，陪护机器人的外形、颜色、声音等不同设置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使用者应当具备选择符合自身偏好机器人的权利。事实上，保护患者的基本权利体现了医患互动和关系和谐，能够在有效缓解医患之间和人机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使用者有权公平公正的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红利，政府管理部门应当加快实现医疗机器人及相关配套资源的有效配置，扩大智能医疗机器人的覆盖范围，最大可能提供普惠智能医疗服务，进一步减少“数字鸿沟”。 [24: [] 高伟.人工智能与人类解放的未来—基于马克思的科技哲学观[J].人民论坛,2020,(10):122-123.] 

5.4构建医疗机器人的道德能力
[bookmark: _GoBack]医疗机器人的技术发展不断成熟，但是要尽力避免医疗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在技术不断突破的同时，机器人的道德能力建设应当受到重视并积极推进，否则一旦出现技术突破设计意图或超越人类控制范围的情况将导致不可逆的严重后果。需要指出的是，构建医疗机器人的道德能力不仅需要结合医疗伦理基本原则进行设计，同时还要依赖于机器人在医疗救治服务中的道德实践，包括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互动、模仿、学习、情绪感知等多个方面。医疗机器人道德能力建构的目标是“以人为中心”[[endnoteRef:25]]，必须遵循医学伦理价值，充分考虑患者的利益最大化，通过道德能力构建使医疗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合作者、守护者和陪伴者，其决策和行动能够依照遵循人类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规则，尽可能减少和规避相关的伦理风险。医疗机器人道德能力构建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应当履行监管责任，避免带有算法歧视和算法偏见的医疗数据被应用于社会生活中，消除使用者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歧视现象，通过算法正义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践中，系统设计和人机互动过程，应当以道德价值的遵循为医疗机器人发展的逻辑起点与本质要求，通过设计道德代码等方式，明确不道德行为和道德行为的规则界限和尺度，明晰医疗机器人的各项道德标准和伦理标准。 [25: [] 段伟文.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1(6):98-108.] 

5.5完善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
对于医疗机器人应用的伦理风险，不应仅局限于理论探讨，更应该落实到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和行为准则等更加现实的层面，为伦理风险治理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法律法规应当对管理方、设计方、供给方和需求方等多方主体赋予明确的责任认定标准，与此同时，对于违法违规者加大相应的惩罚力度。特别强调的是，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机器人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各方必须遵循相应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其一，政府相关部门应实行医疗机器人强制登记制度，一旦发生侵权事故能够进行有效溯源，从而实现及时追责和有效监管。其二，研发机构和企业作为设计方，要在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发展医疗机器人技术，相关法律应当规定其社会责任的披露机制，定期向政府部门或公众及时公布医疗机器人的研发设计情况，有无相关的风险存在以及应对风险的措施等。此外，政府政策注意力分配应更多关注医疗数据共享与安全保护机制，加快制定医疗数据统筹管理、互联互通、安全防范等方面的政策立法，完善数据保护和应用的法律法规[[endnoteRef:26]]。最后，通过完善伦理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对技术发展进行回应，辩证看待伦理与创新的关系，根据医疗机器人行业技术发展的趋势动态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以敏捷治理理念快速、灵活应对可能出现的伦理风险挑战。 [26: [] 毛子骏, 刘子灵, 周光勇.国际比较视野下机器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政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10):49-59.] 

6结语
医疗机器人的广泛应用重塑了医疗领域的形态，在人类就医场景中逐渐发挥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通过精准、高效、智能的方式深度参与医疗救治过程极大地提升了医疗服务效果，推动了健康中国和精准医疗的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医疗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endnoteRef:27]]。然而，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医疗机器人的应用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伦理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警惕。马克思科技哲学思想表明，机器人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人的本质是实现过程的善[[endnoteRef:28]]。因此，需在医疗机器人参与的具体医疗实践中纳入更多伦理考量，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进行伦理风险的防范与治理。尤其是要以利益相关者各方的义务和责任为治理重点，通过构建负责任的、可信赖的、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和风险治理体系，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对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进行防范和规制。需要指出的是，科技伦理风险的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且处于不断变化调整当中，因而多方的合作治理和协同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应当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维度研究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实情和国际动态发展趋势，主动争取相应领域的话语权，形成中国特色的包括医疗机器人在内的科技伦理风险治理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伦理治理共同发展进步的良好局面。 [27: [] 赵新刚, 段星光, 王启宁.医疗机器人技术研究展望[J].机器人,2021,43(4):385.]  [28: [] HURKA T. Perfectionism[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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